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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当代中国处境与历史语境中理解马克思主义，是晚近中国哲学家的重要话题。这个问

题，不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来说，甚至对全体中国现代知识人来说，都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问

题。因为这直接关涉我们如何建构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对此问题的审视，就不能不注意到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叙事方式及其与华夏传统的关联。

一、现实处境与历史文化语境下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

要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就不能不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社会空间。而要了解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社会空间，就要了解马克思主义自身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意味着什

么？这两者既有区别，又有所关联。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而言的。马克

思主义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是就其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效果而言的。前者是指马克思主义在其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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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西方社会的理论针对性，而后者不仅依赖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宗旨，还取决于我们自身的现

实状况和需求[1]。

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要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的效果、历史中去把握。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

有着共同的文本依据和时代背景，另一方面又有着自己独特的现实处境和历史文化语境。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只有从这个独特的现实处境和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把握才能获得深刻的

理解。

在我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固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但它在中国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与

价值却不可与其他域外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做简单的类比，诸如不可与基督教中国化、佛教中国化等

做简单的类比。这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般性地作为学术理论和信仰体系存在于中国，

而是作为“国家思想”，或所谓“道统”而存在的。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能真实地把握中国马克思主

义的问题意识。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在其根本上就是在现代处境与中国语境下，探求如何建构中国

的社会秩序与人心秩序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与现实解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求

与现实实践的重心所在。这个问题意识在现代中国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1. 重建华夏中国的社会想象。也就是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想象，置换传统儒家

的“大同”“小康”的社会想象，以及修补康有为、孙中山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的社会想

象。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想象有别于且超越于传统社会想象之处在于它的唯物史观，即用唯物

史观超越近代以来的进化史观和中国传统的天道循环史观，从而使现代中国的社会想象以更为坚

实的历史观为基础。

2. 建构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理念和弱势阶级的翻身理念。传统华夏中国的国家理念是奠基

于儒家宗法秩序之上的。儒家思想是对传统秩序的合法性论证，也为宗法秩序提供了一套完整

的政道与治道。中国传统的诸子之学，并不是儒家经学思想的对立面，而是其修正与补充。儒家

经学面对近世变化的无力，为近代以来的各种意识形态的粉墨登场与相互博弈提供了社会空

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在诸种学说之争中脱颖而出，既是因为它具有现代性的学问品格，更是因为

在中国具有现实的阶级基础和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中国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劳动的逻辑又对资

本逻辑给予批判，满足了现代中国对现代化向往和对资本主义憎恨的矛盾心理。中国马克思主

义不仅超越了传统宗法的圣人神圣论与圣王神圣论，也批判扬弃了建立在商品拜物教基础上的

“资本神圣论”，为现代中国提供了基于劳动逻辑的“劳动神圣论”和“劳动阶级-工农神圣论”，进

而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体现劳动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政党神圣论”与“领袖神圣论”。这种精神秩序

的颠倒，与近代中国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要求，和社会底层民众谋求翻

身的精神意向高度契合，这使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念在中国不仅具有学理、现实的合法性，更具

有精神意向上的合法性。

[1]对这一问题，笔者曾经在《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诠释视域及其误区》（〔哈尔滨〕《求是学刊》2005年第5期）一文中给

予详细的说明。笔者认为在西方的社会处境及文化语境当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宗旨体现为马克思主义是承继与

颠覆自由主义的另类现代性方案，又是以基督宗教为文化语境的颠倒的末世论，还是西方社会世俗化进程中的社会批

判理论。而在中国的社会空间中马克思主义体现为：是中国贫困（弱势）阶级的翻身理念，是中国的现代性民族国家建

构的国家理念，是华夏民族的文化新统与新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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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华夏新的国家思想的确立，不仅在于它为革命提供了合法性[1]，还在于

它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治理之道。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治道”，不是马克思主

义的本本上现成提供的，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地探索与总结出来

的。这个探索的过程，不仅是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继承与扬弃，也是对华夏传统治理

经验的批判性汲取，更在于基于马克思主义而总结出的“治道”的成功。这个“治道”要现实地体现

为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建立。人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认同，除了理论上的认知以外，更

重要的是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治道”的现实历史效果紧密相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和所历经

的曲折，都是和对这个“治道”的探索联系在一起的。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问题意识三阶段及其与华夏传统的关联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形式与华夏传统话语的关联，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中国马克

思主义的问题意识，是我们要关注与思考的首要问题。笔者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经历三

个阶段，即转制翻身与民族国家的建构、民生建设与统治的正当性、民族复兴与合理性正当性的重

置。但这三阶段具有连续性，不可截然划分开来，只是因侧重点的差异才体现为一定的阶段性。

第一阶段是转制翻身与民族国家建构问题。这个问题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国家与革

命、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当今，很多人忌讳谈阶级、阶级斗争问题，忌讳谈无产阶级专

政的问题。似乎一谈这个问题就与当前形势相违背了。其实这些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话语，是必

不可少的问题，是不能也不可以回避的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场，就是以阶级斗

争、无产阶级这些话语开始。离开这些话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没有自己独特的地位。这些话语

如何在中国的语境中获得言说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并成为现实的政治活动，也就是说如何把阶级和

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这类话题讲成是中国自己的话题，使其走出书斋，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

论家最为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任务和实践课题。中国马克思主

义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找到许多相贴近的精神资源。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种比较

贴近的思想资源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被广泛运用，并和马克思主义相关论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第一是儒家的革命精神和儒家的社会想象。儒家的革命精神，如汤武革命，以及包括在中国文化传

统中的替天行道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之间有某种衔接之处。儒家的社会想象，诸如《礼

记·礼运》所言的“大同”“小康”的社会想象，成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内在精神

资源。第二是墨家的侠义精神和平等诉求。墨家的这种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反剥削、反压迫、实现人

类解放的目标具有相一致的内在精神。第三是法家改制的暴力性抉择、兵家的诡道等。这些思想

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所实施的暴力革命、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对专政的重视

都具有实践和理论上的相关性，两者都是要求制度上的改变。总的来说，上述这些传统文化都具有

与革命实践和社会改制相一致的精神传统。虽然这些并不是我们今天一般意义上所讲的儒家传

统，但是依然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精神传统。我们现今讲传统大多都是强调儒家传统，而且更多指的

[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员宣言》和毛泽东的相关论述。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

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

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

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参见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北京〕《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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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孔孟学说和宋明时期的理学。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包括诸子百家甚至民族风俗等，而非

仅限于儒家、佛家、道家。如果我们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会发现毛泽东着重强调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民族性与人民性以及各种实践的智慧。毛泽东所强调的传统不同于今日所讲的儒家的传

统，但仍然是中国的传统。毛泽东曾说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即造反有

理。造反有理包含了与传统的彻底决裂，包含了生活底层的人们力求翻身的诉求，这种诉求和无产

阶级解放的诉求在中国的现代革命中达到了历史的统一。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

关联是多方面的，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皆有其关联。但就其力求实现社会的转制而

言，与法家思想的关联性最大。

第二阶段是民生建设与社会统治的正当性问题。毛泽东对民生建设与正当性问题也是相当重

视的，并做过很多重大的探索。但在实践上，毛泽东依然是将社会统治的文化正当性放在首位，也

就是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问题给予了极度的重视。对毛泽东有关民生思想问题的重大探索，后世

大多数知识分子往往是带着自身在毛泽东时代的创伤记忆来述说与解读。因此，关于毛泽东的许

多述说与解读是成问题的，至少是不够准确的。毛泽东的探索就是为了要建立并完成中国社会主

义政治制度的正当性论述、经济制度的正当性论述，最后要完成文化的正当性论述。但是完成这些

问题的正当性论述需要有一个民生建设正当性的重要环节作为支撑，因为民生建设的正当性和统

治的正当性是相一致的。历史地说，毛泽东关于解决民生的正当性问题的探索虽然具有一定的成

就，不可抹杀，但也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这一问题的真正解决实际上是通过邓小平理论为核心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来实现的。这一理论和道路其实毛泽东当年有也有所思考（毛泽东

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此后的邓小平理论之间具有理论逻辑的相关性），但他还是把这一问题的考虑

上升为文化的正当性问题来加以处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优先性问题，在毛泽东的晚年思想

中始终处于重要的地位。毛泽东担心缺乏意识形态保证的经济与民生问题的极端发展，很有可能

影响到社会主义制度正当性问题。邓小平及其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创建和开辟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与道路，将生产力标准放在首位，但依然继续保留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法权地

位。这种处理方式，不仅开启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全新的解读方式，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更加趋于务实，也内在蕴含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智慧。这种智慧，不仅包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传

统与儒家古文经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与黄老道家的内在精神具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话语里包括小平同志讲的“不争论”智慧以及此后胡锦涛同志讲的“不动摇，不松懈，

不折腾”的智慧与政治定力，这种“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智慧在一定程度上都暗合黄老道家的无为

而治的精神。如果我们注意 1981年邓小平与金庸的谈话就会发现，他们曾谈到过黄老精神的问

题。金庸用黄老精神来理解邓小平的理论，邓小平没有拒绝也没有否定，还表达一定程度的认可[1]。

所以可以将这一阶段大致理解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与道家智慧相结合的阶段。一般来说，在社会发

生重大转制的历史过程中，统治者需要运用法家智慧强制性地将现代制度建立起来。而现代制度

建立起来之后就需要有一个阶段运用道家化的智慧来解决民生正当性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这里

所说的道家不是老庄道家，而是黄老道家。

第三阶段是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与正当性的夯实和重置问题。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开放与面

临问题的日益复杂，中国马克思主义也面临一系列新的现实问题和各种思想话语的竞争及挑战。

[1]参见傅国涌：《金庸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十三章之二“敬佩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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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有其自己的历史继承性和独特的现实针对性。中国马克思主义意

识形态的建构不仅需要疏通自身的精神传统，还要面临外部各种主义话语的挑战。对此，新一代的

中国共产党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表现出更自信、更开放、更传统的精神姿态。精神传统的疏通，就

是要破除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不同诠释所导致的对立，强调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

定。同时更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借以疏通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华

夏“新统”与华夏“传统”的内在精神脉络。而“中国梦”和“四个自信”“不忘初心”的提出，标志着中

国马克思主义已经实现了与中华传统的全面对接，成为了中国人自己的精神血脉。中国共产党人

已经创建起了自己的华夏新统。这个新统就体现为“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1]。这“四个自信”是历史继承与现实创造的统一，是“不忘本来”的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不忘初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的探寻的统一。在今天这

个时代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话语各占多大比例的问题，也不是为

马克思主义寻求中国话语的包装，而是力求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话语的一体化，是百分之百

的马克思主义和百分之百的中国传统的统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历经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作

是一个正反合的过程。毛泽东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话语的基本样态和发展方向，完成中国近代以

来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制，并为这个转制奠定道路、理论、制度乃至文化的基本格局与方向。毛

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具有中国智慧、中国话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汲取中国传统智慧是多方面的，儒、道、墨、法、佛等所蕴含的传统智慧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毛泽东所

运用，但有所侧重。若就社会转制过程中的国家治理所需要的中国智慧而言，毛泽东更倾心于法家

智慧，在毛泽东看来“孔学名高实秕糠”[2]。小平同志对民生的重视、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

成得益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把握和对中国传统黄老道家智慧的运用。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在中国现代社会建构过程中有不同体

现。简单地对某一阶段持肯定态度或否定态度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运用放在中国现代的社会转制的大的历史进程中，才可以真切地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

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才可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同阶段的特点所在。如果把从晚

清到新中国这一段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和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的社会转型相类比，我们

就可以发现大致相近的特点。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的社会转型经历了如下的历程：1.道术为天下

裂与百家争鸣；2.法家智慧终结旧制度、旧体制；3.诸子思想融合，新法家过渡，新道家（黄老道家）安

定天下；4.新儒家（董子为代表）标志儒家经学获得社会法权地位，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而晚清迄今

的社会转型，也经历相似的历程：1.传统儒家意识形态崩溃与洋诸子（西方传来的各种主义）之争；2.中
国马克思主义以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结束国家分裂状态，确立了新的社会制度与文明形态；3.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的道路；4.以中国梦、四

个自信为核心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形态。

历史有其惊人相似之处，这种相似超越了政治人物和民众的好恶与道德评价，而是有其历史内

在的规律与理则。这个规律与理则，就存在于社会转型的现实处境与历史大势之中。冯友兰有句

[1]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和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开幕式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题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

[2]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

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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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言，“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1]，一语切中个中三昧。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叙事结构的开放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叙事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与审视的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叙事方式，

不仅取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家个人的理论品格，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中国现代意识形态的

生产方式。晚清以降，中国的思想生产，特别是意识形态生产的生产方式已经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

现实中表现为两种基本张力：一是官学与私学之间的张力；二是经学与诸子学之间的张力。

不同于晚周的官学与私学，民国迄今的所谓官学与私学之间的张力，所指的是随着晚清废除科

举，学校废除读经，儒家经学失去了体制的支撑，意识形态的生产主要由现代大学与媒体中的知识

分子来进行。国家意识形态不再，也无法全面垄断教育资源，但依然在现代教育体制内占有独特的

有时甚至是主导的地位。中国现当代社会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民间讲学，但和体制内的学校与研

究机构之间尚未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私学与官学之分。但不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嬗变，非主

流意识形态的各种主义话语也只能体现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私人话语。如果套用中国传统所谓的

经学与子学的划分，中国现代思想的生产依然体现着经学与子学的张力与互动。中国马克思主义

在当代中国获得了自己的社会法权地位，替代了传统儒家经学乃至民国时期三民主义的社会空

间。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主义话语，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私人理解，在现代的学术体制中，类似于

中国传统所谓的“子学”。对一个健康发展的国家来说，没有自己的“经学”，即所谓国家思想，就没

有自己的核心观念、发展目标、指导思想，也就丧失了自己社会统治的合法性。反之，如果只强化所

谓“经学”而根绝任何“子学”存在的空间，就会使“经学”趋于僵化。

作为当今中国国家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有其极具现实紧迫性、针对性的实践向度，也有其

繁杂的内在理论谱系梳理的理论向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健康发展不是任何单一的诠释可以包

揽的。这需要执政党与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同努力、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和实现。中国马克思

主义的发展进程一再昭示我们，中国当代社会的健康发展，是和中国社会对马克思主义扎实的学术

研究和极具智慧的现实运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结合，不能仅仅建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

理论修养、思想格局上，还需要建立在健康的学术研究体制和意识形态生产机制上。这是马克思主

义内部经学与诸子学的张力与互动。认真地审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也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历史进程，我们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叙事内部之间的紧张、冲突与互动，一直伴随着中国马克

思主义从理论走向现实、再由现实丰富理论、更以新的理论校正现实的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几

次大的理论飞跃、中国马克思主义历经挫折又不断走向成功的实践，都一再地说明没有扎实的马克

思主义学术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会得到健康发展，甚至会完全被权力左右而走向自己的反

面。同样，失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规范与引导，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也缺乏体制性的支撑和

保障。

如何正视非马克思主义的主义话语和学术话语，对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非马克思主义的主义话语和学术话语的存在，在现代中国是一个不容忽视也无法回避的事实。这

[1]参见《冯友兰自述》附录的《冯友兰年谱》：“1972年 77岁 6月5日，毛主席派谢静宜来说，收到《韶山颂》，感谢先

生并致以问候。先生为此赋诗一首：‘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为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又作《赠

王浩诗》：‘去日南边望北云，归时东国拜西邻。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见《冯友兰自述》，〔郑州〕河南人

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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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存在在当代中国虽然不具有意识形态的法权地位，却以人文学术的形态存在于知识分子的学院

话语之中。其中某些强势的主义话语还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诉求，有时甚至会得到一些特殊的利

益集团的支持。因此，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如何恰切地面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主义”话

语和学术话语，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或政治问题，而是政治与学术纠缠在一起难以厘清又不

得不加以区分的问题。简单地将非马克思主义的主义话语与学术话语作为敌对的意识形态加以取

缔，不仅无助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学术话语的健康发展，在事实上也做不到。但如果放任非

马克思主义的主义话语和学术话语任意蔓延，又将威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中国马克思主义

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不应当也无法采取原教旨主义的态度，而必须正

视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主义话语与学术话语的非议与诘难，并且回应这些非议与诘难。同时还要

善于合理利用一切非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内在精神资源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效度与向度。中国

马克思主义在确保自己独立话语主题的同时，也拓宽了自己的言说范围。在中国语境下的各种非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话语的刺激与挑战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得以更为全面地回应这个世界所面临的

问题。

我们从经学与子学之间的紧张与互动的视角审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叙事方式。我们可以发

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保留自己主流的叙事方式的同时，也向这个世界其他的主义话语和学术话语

的叙事方式进行了全面开放与借鉴。这种开放和借鉴表现为以下几个层次：

1. 在反思我们自己所身处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东欧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也进行了批判性的理

解与借鉴。诸如人道主义叙事、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消费社会批判、生态问题等等都开始

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之中。

2. 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的传统进行了全面的开放。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治

理上对中国传统的法家、道家、儒家智慧的批判性运用；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理论建构也向

中国传统思想汲取精神资源，建立起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本土的知识谱系。如果说前者体现为中国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实践上对传统智慧创造性地运用，那么后者则是尝试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

本土话语（梳理中国本土的唯物主义传统、辩证法传统、实践哲学传统等）。

3. 中国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地面对西方思想传统。现象学、分析哲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等西方

思潮都被批判地有选择地吸收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体系之中，开辟了多向度的中国马克

思主义学术领域。于是有了所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转向、文化哲学转向、政治哲学转

向、生存哲学转向等等。所谓转向，并不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弃了自己的传统论述，而意味着

中国马克思主义开辟了自己许多新的论述。

然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叙事方式的开放与多元的情形下，也存在着无法忽视的叙事隐患。其

中最大隐患就是：

1. 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叙事的“资本批判的叙事”，被有意无意地淡化。特别是将“资本批判的

叙事”仅仅局限在资本主义社会，而对自身社会中的“资本逻辑”的批判与反省则顾左右而言他。

2. 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性叙事的“劳动逻辑”的叙事，没有给予适当的重视。这种忽视，不仅仅

是理论上的，更是实践上的。在现代中国的立法实践与政治实践中，“资本的法权地位”已经建立并不

断得以强化。而劳动的法权地位，特别是劳动者的法权地位，则在理论上被忽视，实践上被淡化。

3. 与前二者紧密相连的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叙事”，在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叙事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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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日益被边缘化的危险。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基于无产阶级解放的人类解放的“解放叙事”，被日益

淹没在所谓的全球化的普世话语或华夏中心主义的话语之中。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话语在当今马克

思主义话语结构中仅仅是被偶尔提及，失去了自己的中心论述的地位。

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理论家们已经开始警觉，并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隐患。“不忘初

心”和“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提出，都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着极为强烈的理论和现实

的针对性。

总之，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仅仅要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中国传统的话语修辞，也

不是要将马克思主义淹没在各种各样的传统主义的话语之中，而要调动中国的思想智慧和理论资

源，针对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现实问题，创造性建构出可以成为我们行动指南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

态。这样的新形态，应当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逻辑，具有华夏传统的智慧，不忘马克思对“资本

逻辑”的批判与警惕，保有对人类解放的不懈追求。

〔责任编辑：洪 峰〕

The Problem Awareness, Relation with 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Openness of the Narrative Mode

of the Chinese Marxism
Fan Zhihui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ality and historical cultural context, the Chinese Marxism involves such es⁃
sential issues as“reconstructing the social imagination of China,”“constructing a modern China’s concept
of nation state,”and“ways of governance for socialism.”The problem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Marxism has
undergone three phases: namely,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 state, the legitimacy of people's livelihood con⁃
struction,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resetting of legitimacy, which all reflec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wisdom.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Marxism requires the reasonable tension and
sound interaction between“the study of Marxist classics”and“the theories of Marxist scholars”, the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Marxist discourse, the maintenance of openness and dominance of the Chinese Marxist narra⁃
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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